
 

心理学报  2019, Vol. 51, No. 4, 450461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9.00450 

 

                       

收稿日期: 2018-04-24 
*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语言影响人格：来自双语者与双言者的行为与生理证

据” (项目编号：17XNL002)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科研项目资助。 
注：张积家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 张积家, E-mail: Zhangjj1955@163.com 

450 

语言和文化对自我参照条件下提取诱发遗忘的 
影响——来自汉族人和摩梭人的证据* 

王  斌  付  雅  张积家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家民委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 
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 100872) 

摘  要  采用提取诱发遗忘范式考察摩梭人和汉族人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的加工

规律, 发现摩梭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条件下都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 而在一般他人参照条件下出

现了提取诱发遗忘; 汉族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条件下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 而在姨母参照、他人参照条件下

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这表明, 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影响人的自我构建, 在汉族人的自我结构中包含有母亲, 而摩梭

人将母亲、姨母皆作为重要的他人纳入自我建构中, 使得母亲参照和姨母参照产生与自我参照同样的记忆优势。 

关键词  提取诱发遗忘; 自我参照加工; 母亲参照加工; 姨母参照加工; 跨文化研究 

分类号  B842; B849:C91 

1  引言 
在回忆记忆内容时, 会对其他相关材料产生抑

制 , 使 其 回 忆 量 降 低 (Anderson, Bjork, & Bjork, 
1994), 这 种 现 象 被 称 为 提 取 诱 发 遗 忘 (Retrieval- 
induced forgetting, RIF)。提取诱发遗忘在生活中很

常见, 比如, 在观看一部影片之后, 人们常回忆起

一些情节, 而淡忘其他情节。 
研究提取诱发遗忘的经典范式是提取练习范

式(Anderson, Bjork, & Bjork, 1994)。在学习阶段让

被试学习以“类别名称–样例”形式呈现的词对, 如

“Fruit–Orange”、“Fruit–Tomato”; 在提取练习阶段

从一半类别中选出一半进行线索提取 , 如“Fruit– 
Or____”, 要求被试根据线索写出完整的样例词。干

扰阶段之后是测验阶段, 要求被试回忆所有类别的

样例词。材料分为三类：Rp+, 即经过提取练习的

词对; Rp–, 即类别经过提取、样例未经过提取的词

对; Nrp, 即类别和样例都未提取过的词对, 该类别

也被称为基线水平。结果发现, Rp+材料的回忆率显

著高于 Nrp 材料, Rp–材料的回忆率低于 Nrp 材料, 
表现出提取诱发遗忘。提取诱发遗忘既可以在单词

记忆的简单的情境中发生 , 也可以在情绪(Barber 
& Mather, 2012; Kobayashi & Tanno, 2013; 毛伟宾, 
赵浩远, 东利云, 白鹭, 2016)、算数问题(Campbell 
& Thompson, 2012)等复杂的情境中发生。但是, 也

存在着一些边界条件。自我参照是提取诱发遗忘的

边界条件之一(Macrae & Roseveare, 2002)。自我参

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 SRE)是指凡与自我有

关的加工均会导致最优的记忆效果(Rogers, Kuiper, 
& Kirker, 1997)。Macrae 和 Roseveare (2002)考察在 
自我参照、朋友参照和一般他人参照条件下的回忆, 
发现与朋友参照条件和一般他人参照条件不同, 被

试在自我参照条件下并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研究者认为 , 自我促进了对记忆信息的精细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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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参照的材料会受到独特的精细编码(Macrae & 
Roseveare, 2002), 因而在提取时不会受到抑制。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得东西方人的自我存在

着差异。西方人的自我具有严格的边界, 自我中仅

仅包括自己, 强调自我是一个有边界的、独立于他

人的实体; 东方人的自我边界模糊, 在自我中不仅

包括自己, 还包括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的重要他人, 
强调自我与他人的依赖关系(Markus & Kitayama, 
1991; Plaut, Markus, Treadway, & Fu, 2012)。朱滢和

张力(2001)发现, 中国人在参照自我特质判断和参

照母亲特质判断时, 二者的回忆成绩相当, 说明在

中国人的自我中包含有母亲。杨红升和朱滢(2004)
进一步将自我与提取诱发遗忘相结合, 发现自我参

照加工和母亲参照加工都不抑制相关的材料, 说明

母亲参照是提取诱发遗忘产生的边界条件。对集体

意识更强的日本文化研究发现, 比起一般他人参照

条件, 日本大学生在自我参照、朋友参照和家人参

照 条 件 下 都 未 出 现 提 取 诱 发 遗 忘 效 应 (Uchida, 
Ueno, & Miyamoto, 2014)。文化认知神经科学研究

表明 , 内侧前额叶参与了与自我相关的刺激加工

(Northoff et al., 2006; Han & Northoff, 2009)。研究

者比较丹麦人和中国人参照自己加工的脑电波, 发

现丹麦人比中国人内侧前额叶的神经活动水平更

高(Ma et al., 2014)。在东方文化中, 参照自我和参

照亲密他人的加工具有共同的神经表征。西方人仅

在自我参照条件下激活了内侧前额叶, 而中国人在

自我参照条件下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出现了内侧

前额叶的激活, 而且在母亲参照条件下和自我参照

条件下所产生的神经激活水平相当 (Zhu, Zhang, 
Fan, & Han, 2007; Vanderwal, Hunyadi, Grupe, 
Connors, & Schultz, 2008; Wang et al., 2012; Wuyun 
et al., 2014)。除母亲以外, 研究者也把参照对象扩

展到其他的家庭成员。例如, Han, Ma 和 Wang (2016)
要求被试分别参照自己、配偶、子女和一般他人做

人格特质判断, 发现相比起一般他人参照条件, 男

性和女性在自我、配偶和子女特质判断时内侧前额

叶有类似的神经活动。研究还显示, 与亲密他人相

联系的自我具有动态的认知神经表征, 这种表征会

因为文化启动的不同而变化。Ng, Han, Mao 和 Lai 
(2010)考察具有双文化背景的香港人在不同文化启

动下的自我表征变化, 发现在受到中国文化符号图

片启动后, 被试在自我与母亲的特质判断任务中均

表现出内侧前额叶的活动增强; 在受到西方文化符

号启动后, 内侧前额叶的活动在母亲判断任务中出

现了减弱, 却在自我判断任务中有所增强。这种自

我表征的暂时性的动态变化与自我建构在不同文

化中的差异一致, 反映了文化价值长期累积的影响。 
作为独特的文化形式, 宗教对人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具有较大的影响。宗教信徒和

非信徒的自我神经表征存在着差异。在自我特质判

断中, 中国佛教徒和基督教徒激活了背内侧前额叶, 
非宗教徒却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Han et al., 2008; 
Han et al., 2010)。Han 等(2008)发现, 中国佛教徒在

释迦牟尼参照下背内侧前额叶有持续的激活, 而且

与非信徒比, 扣带回也参与自我人格特质判断。中

国基督徒在耶稣参照下背内侧前额叶的激活明显

高于非信徒(Han et al., 2008)。Wu 等(2010)发现, 藏

族人在自我特质判断时背内侧前额叶和腹内侧前

额叶未激活 , 却激活了颞中回 , 说明藏传佛教的

“无我”教义使得信徒的自我感降低, 未出现自我参

照效应。回族大学生在阿訇参照条件下未出现提取

诱发遗忘效应(周爱保, 张奋, 马晓凤, 李建升, 夏

瑞雪, 2015)。可见, 宗教领袖作为宗教文化中的重

要他人, 成为信徒的自我的一部分。 
在自我的形成和发展中, 语言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语言既是文化的属性, 又是文化的部分, 还

是文化的条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2006)。由于

在不同语言中沉淀了不同文化有关人格的理论和

原型, 个体在掌握某种语言时, 也就掌握了该语言

代表的文化有关人格的看法。因此, 语言影响人格

(张积家, 于宙, 乔艳阳, 2017)。人格具有复杂的结

构, 自我是广义人格的一部分。语言是否影响自我

构建？Bakhtin (1998)认为 , 自我是在语言中与他

人密切互动构建的实体。自我与他人之间是一种对

话关系。维果茨基(1986)认为, 自我是在环境中通

过与他人的互动不断成熟转化的结果, 与他人对话

是自我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 语言影响自我也得

到了诸多实证研究的证实。例如, 在相同参照比较

下, 不同类型的记忆材料产生的自我参照效应大小

不同。对亚裔加拿大人而言, 在集体特质材料记忆

中, 出现了明显的自我参照效应; 而在个人特质材

料记忆中 , 他人参照效应却比自我参照效应更大 , 
出 现 了 自 我 参 照 效 应 的 逆 转 (Wagar & Cohen, 
2003)。对维吾尔族被试而言, 以维语作为启动材料

时, 自我参照加工的成绩显著优于其他条件; 以普

通话作为启动材料时, 自我参照加工及母亲参照加

工 的 成 绩显著 高 于 其他条 件 (祖 力皮 努 尔 ·艾力 , 
2016)。此外, 多项研究发现, 相比起消极效价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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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词, 人们对积极效价形容词的自我参照效应更加

显著(D’Argembeau, Comblain, & van der Linden, 
2005; D’Argembeau & van der Linden, 2008; 
Sedikides & Green, 2000; Leshikar, Park, & Gutchess, 
2015; Durbin, Mitchell &Johnson, 2017)。对中、英

两种语言比较发现, 中国留学生在中文条件下对自

我具有更多的集体主义描述, 更认同中国文化的观

点, 在自尊测验中得分较低(Ross, Xun & Wilson, 
2002)。乔艳阳、张积家、李子健和江姗(2017)发现, 
语言影响汉、苗、回族大学生的自尊, 没有本民族

语言和本民族文字的回族大学生的外显自尊显著

高于有本民族语言和本民族文字的汉族大学生和

有本民族语言却不经常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苗族大学

生, 但内隐自尊水平却显著低于汉族、苗族大学生。 
语言包含有诸多的成分, 如词汇、语义、语法、

语音、语用等。亲属词是语言的重要词类。亲属词

表征亲属关系, 蕴含着丰富的遗传、婚姻和文化信

息。研究表明, 亲属词影响亲属关系认知, 其途径

有：(1)语言标记。不同的语言对亲属关系作不同的

区分, 有不同的标记。(2)知觉类别效应。人们对本

民族语言的亲属分类维度更加敏感, 对本民族语言

没有的亲属分类维度不敏感。例如, 摩梭人的亲属

称谓属于类别式, 同辈分、同性别的亲属称谓相同, 
因此在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出现了辈分维度(肖二平, 
张积家, 王娟, 林娜, 2010)。(3)理论和语境(肖二平, 
张积家, 2012)。张积家、王娟、肖二平与和秀梅(2013)
发现, 在满月酒、结婚和吊唁情境下, 摩梭人与汉

族人分别对亲属词有不同的分类。亲属称谓是否影

响自我建构, 如果影响, 就为语言影响自我提供了

进一步的证据。 
摩梭人是居住在川滇交界的母系群体, 他们以

泸沽湖为中心, 被称为“地球上最后的女儿国”。摩

梭人的婚姻形式为“阿注婚姻”。建立阿注关系的男

女彼此互称“阿注”[汉译为“朋友”, 心理含义也是

“朋友” (肖二平, 张积家, 王娟, 2015)], 男子夜晚

到女子家中访宿, 第二天清晨返回到自己家中。偶

居的男女不组织家庭, 属于不同的经济单位(詹承

绪, 王承权, 李近春, 刘龙初, 2006)。这种“暮合晨

离”的两性关系使得摩梭人形成了母系家庭。这种

母系家庭由一个始祖母及其姐妹的后裔组成, 其后

代是上一代女性成员的子女, 男性成员的子女属于

其“阿注”的家庭。摩梭人从小就与始祖母、母亲和

母亲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 与母系血缘的同辈人

相伴成长, 由母亲和母亲的姐妹共同抚养长大, 将

母亲及其姐妹一律视为“自己的母亲”, 将自己和姐

妹的子女一律视为“自己的子女”, 形成了以母系血

缘为纽带的氏族。在摩梭语中 , 有一个独特的发

音――“咪”, 其基本义是“母亲”, 冠于女性称谓之

后是女性的通称义, 冠于名词之后表示“大的、主要

的、首要的”。摩梭人将母亲视为伟大的象征, 这种

文化反映在语言中, 表现为凡有“大的、重要的、主

要的”等意义的词后面都带“咪”。在“母亲”与“大的、

重要的、主要的”之间建立了联系, 映射出摩梭人具

有“尊母崇母”的文化心理。摩梭人将母亲和母亲的

姐妹都称为“阿咪”。“阿咪”在摩梭语中是一个复数

概念, 在所有阿咪中, 长于母亲者被称为“阿咪直” 
(大妈妈), 幼于母亲者被称为“阿咪吉” (小妈妈), 
有时甚至连大、小都不区分, 更无所谓“姨”了(詹承

绪  等 , 2006; 严 汝 娴 , 刘 小 幸 , 2012; 许 瑞 娟 , 
2014)。在摩梭文化中, “母婴”关系是一切人际关系

的起点, “这种骨肉相连你我一体的血浓于水, 却延

伸及推己及人恩泽终生的层次, 甚至拓展为整个文

化无处不在的深层结构”。因此, 摩梭文化可以概括

为“阿咪”文化(周华山, 2010)。 
与摩梭人不同, 汉族人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人际

关系符合费孝通(1985)提出的“差序格局”。在差序

格局中, 是一种同心圆式的社会关系, 从自己开始, 
仿佛一枚石子投入了水中, 波纹一圈一圈地向外推, 
越推越远, 越远越薄。在波纹波及的范围内, 对象

属于自己人; 反之, 对象属于外人。因此, 汉族人

是以“自己”为中心, 与自己关联的人按照与自己关

系的远近、亲疏排列在不同位置上 , 离中心越近, 
与“我”的关系就越亲近, 就属于“圈内人”; 离中心

越远, 与“我”的关系就越疏远, 就属于圈外人。汉

族人用容器隐喻 (内 /外 )来映射人际关系的亲疏 , 
“内”表示个体与对象关系亲近, “外”表示个体与对

象关系疏远(Lakoff & Johnson, 1980; 汪新筱, 江姗, 
张积家, 2018)。费孝通(1985)认为, 血缘和地缘等

客观属性是汉族人区分“内/外”的重要因素。家族、

家门、氏族是划分圈内人的重要标准。张积家(2018)
认为, 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容器隐

喻和差序格局共同决定的：在宏观上, 中国人在人

际关系上重视容器隐喻; 在微观上, 在同一“容器”
的内部, 又存在着差序格局。 

因此 , 对父系制的汉族人而言 , 父系亲属是

“内”, 母系亲属是“外”。摩梭社会是母系社会, 血

缘以母系来计算 , 继嗣以女性血缘为线索。因此 , 
母系亲属是“内”, 父系亲属是“外”。以往对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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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多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 较少涉及语言对自我

的影响, 而且已有研究表明, 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包

含有母亲。在母系文化中的摩梭人, 其自我是否与

汉族人有异？在摩梭人的心中, 到底有几个母亲？

摩梭人将姨母称为“阿咪”, 究竟是一种客气的人际

关系策略, 还是他们在认知上真的将姨母与母亲等

同？母亲及姨母作为与摩梭人的自我紧密联系的

他人, 是否都成为摩梭人自我的一部分？笔者猜测, 
由于在摩梭人的语言中母亲与姨母共享“阿咪”称

谓, 可能导致他们对母亲与姨母的认知趋于等同。

而且, 摩梭人的母系制家庭和语言中独特的“阿咪”
称谓也可能使摩梭人的自我具有不同特点, 他们的

自我边界会比汉族人更加模糊, 在自我中除了有母

亲以外, 还可能包括姨母。拟采用经典的提取诱发

遗忘范式, 探讨摩梭人是否将姨母纳入自我的结构

中, 以揭示汉族人和摩梭人的自我结构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131 名摩梭人 , 均来自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 , 
年龄范围 12~35 岁, 男性 72 人, 女性 59 人, 平均

年龄为 15.6 ± 3.7 岁, 由于被试选择的限制, 被试

多数为中学生, 只有小部分为成年人(20~30 岁的被

试有 3 人, 30 岁以上的被试有 4 人), 视力或矫正视

力正常; 126 名汉族人, 来自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

和拉伯乡, 年龄范围 13~38 岁, 男性 67 人, 女性 59
人, 平均年龄为 14.6 ± 2.6 岁, 被试也多为中学生, 
小部分为成人(20~30 岁的有 2 人, 30 岁以上的有 1
人),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将 131 名摩梭被试和

126 名汉族被试分配到不同加工条件。摩梭被试：

自我组 31 人, 母亲组 36 人, 姨母组 31 人, 他人组

33 人; 汉族被试：自我组 31 人, 母亲组 30 人, 姨

母组 34 人, 他人组 31 人。实验前对被试访谈, 能

够区分汉语中“母亲”和“姨母”含义的被试方可以参

与实验。另外, 只有家中有姨母的被试才参与姨母

组的实验。 
2.2  材料 

32 个代表室内物品和室外物品的名词, 代表

室内物品和室外物品的双字词各 16 个, 每一个名

词的第一个字在全部双字词中都是唯一的。呈现形

式为“类别–样例”, 如“室内用品–衣柜”、“室外用品

–雨伞”。实验材料来自周爱保等(2015)的研究, 表

示室内物品和室外物品的名词熟悉性均经过评定。

将 32 个双字词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提取练习项目, 

即类别名称及样例首字在提取练习阶段都出现的 8
个词对, 标记为“Rp+”; 第二类为类别名称在提取

练习阶段出现过但样例未出现的 8 个词对, 即与

“Rp+”属于同一类别但未经过提取练习的词对, 标

记为“Rp‒”; 最后一类是类别名称和样例均未做过

提取练习的 16 个词对, 标记为“Nrp”。在正式实验

之前, 另有 4 个练习词对。 
2.3  设计 

2(民族：摩梭/汉族) × 4(加工任务：自我参照

加工/母亲参照加工/姨母参照加工/他人参照加工) 
× 3(项目类型：Rp+/Rp‒/Nrp)混合实验设计。其中, 
民族和加工任务为组间变量 , 项目类型为组内变

量。 
2.4  程序 

采用经典的提取诱发遗忘范式, 包括 4 个阶段： 
(1)学习阶段：在计算机屏幕上每 5 s 呈现一个

单词对, 采用“类别名称‒样例”形式, 如“室内用品

–衣柜”、“室外用品–雨伞”。在呈现词对的同时, 四

组被试分别想象自己、母亲、姨母和他人(姚明)在
某时间或某地点看到该单词代表的物品, 同时要用

一句话口头报告所想象的情景。口头报告的形式必

须完整, 即包括主语(“我”、“母亲”、“姨母”、“他

人”)、谓语(看到、看见、买了)、宾语(该单词所代

表的物品)以及一个地点状语或时间状语, 如“我昨

天看到一件衣柜”、“母亲在家里看到一个脸盆”、“姨

母在商场买了一把雨伞”、“姚明在操场看见一个足

球”等。每一被试随机安排在某种条件下单独完成

任务。 
(2)提取练习阶段：学习的名词呈现完后, 马上

进行提取练习。提取练习随机从呈现的室内用品和

室外用品中选取一类, 从中随机选取 8 个名词以

“类别名称–样例”的形式呈现给被试, 但样例名词

只给出第一个字, 如“室内用品–衣__”、“室外用品

–雨__”等 , 被试需要回忆并在答题纸上写出残缺

的单字。在每种加工条件下, 随机选取一半被试将

室内用品作为提取练习词对 , 另一半被试将室外

用品作为提取练习词对。每组词对呈现 5 s, 先后

呈现 3 次。 
(3)干扰阶段：在提取练习阶段之后是 3 分钟的

干扰阶段, 计算机随机呈现两位数或 3 位数的加法, 
要求被试算出结果。 

(4)回忆阶段：要求被试自由回忆并且在答题纸

上写出学习阶段出现的室内用品和室外用品的名

称, 顺序不限, 时间不限, 直到被试停止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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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总回忆率 

不同民族的被试在不同加工任务下的总回忆

率见表 1。 
2(民族：汉族/摩梭人) × 4(加工任务：自我参照/ 

母亲参照/姨母参照/他人参照)多因素方差分析表

明, 民族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249) = 2.01, p > 0.05; 
加工任务的主效应不显著, F(3, 249) = 0.54, p > 0.05; 
民族与加工任务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 F(3, 249) = 
1.52, p > 0.05。这表明, 民族与加工任务对总回忆

率没有显著影响。 
3.2  提取促进记忆 

摩梭被试和汉族被试在不同条件下对 Rp+材

料与 Nrp 材料的回忆率见表 1 和图 1。 
4(加工任务：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他

人参照) × 2(项目类型：Rp+/Nrp)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表明, 在摩梭被试中, 项目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127) = 1394.25, p < 0.001, ηp

2 = 0.92, 95%CI = [0.46, 
0.51], Rp+项目的回忆率显著高于 Nrp 项目; 加工

任务的主效应不显著, F(3, 127) = 0.21, p > 0.05; 项

目与加工任务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3, 127) = 1.03,  

p > 0.05。在汉族被试中, 项目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122) = 538.94, p < 0.001, ηp

2 = 0.82, 95%CI = 
[0.41, 0.49], Rp+项目的回忆率显著高于 Nrp 项目; 
加工任务的主效应不显著, F(3, 122) = 0.95, p > 
0.05; 项目类型和加工任务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3, 
122) = 1.76, p > 0.05。这表明, 在不同民族中, 提取

练习对提取促进记忆具有显著影响。因为 Rp+材料

是被试在提取练习阶段提取过的, 所以 Rp+材料的

回忆率显著高于基线水平的 Nrp 材料。 
3.3  提取诱发遗忘 

比较摩梭、汉族被试在不同条件下的 Rp–材料

与 Nrp 材料的回忆率, 结果见表 1 和图 2。 
4(加工任务：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参照/他

人参照) × 2(项目类型：Rp–/Nrp)重复测量的方差分

析表明, 在摩梭被试中, 项目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127) = 1.22, p > 0.05; 加工任务的主效应不显

著, F(3, 127) = 2.16, p > 0.05; 项目与加工任务的交

互作用显著, F(3, 127) = 4.00, p = 0.009, ηp
2 = 0.09。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姨母

参照条件下两类项目的差异均不显著, F 值均小于

0.30, ps > 0.05; 在他人参照下, 两类项目差异显著, 
 

表 1  摩梭、汉族被试在四种不同加工任务中的回忆率 

任务 民族 N 总回忆率 Rp+ Rp– Nrp (Rp+) – Nrp (Rp–) – Nrp 

摩梭 31 0.42 (0.07) 0.80 (0.08) 0.31 (0.10) 0.29 (0.11) 0.51 (0.11) *** 0.01 (0.11) 自我 

汉族 31 0.41 (0.07) 0.79 (0.14) 0.29 (0.12) 0.27 (0.15) 0.53 (0.23) *** 0.03 (0.20) 

摩梭 36 0.43 (0.05) 0.78 (0.10) 0.31 (0.08) 0.30 (0.07) 0.48 (0.12) *** 0.01 (0.07) 母亲 

汉族 30 0.43 (0.08) 0.76 (0.16) 0.33 (0.17) 0.32 (0.11) 0.44 (0.18) *** 0.01 (0.18) 

摩梭 31 0.41 (0.09) 0.78 (0.11) 0.29 (0.11) 0.28 (0.14) 0.50 (0.16) *** 0.01 (0.16) 姨母 

汉族 34 0.44 (0.12) 0.78 (0.16) 0.29 (0.14) 0.36 (0.21) 0.42 (0.28) *** –0.07 (0.18) * 

摩梭 33 0.40 (0.08) 0.76 (0.16) 0.21 (0.13) 0.31 (0.14) 0.45 (0.19) *** –0.10 (0.23) * 他人 

汉族 31 0.44 (0.10) 0.78 (0.13) 0.26 (0.13) 0.35 (0.15) 0.42 (0.16) *** –0.09 (0.20) * 

注：*p < 0.05, *** p < 0.001; (Rp+) – Nrp：提取促进记忆, (Rp–) – Nrp：提取诱发遗忘 
 

 
 

图 1  摩梭被试和汉族被试在不同条件下对 Rp+材料与 Nrp 材料的回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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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摩梭人和汉族人在不同条件下 Rp–材料与 Nrp 材料的回忆率 

 
F(1, 127) = 12.65, p = 0.001, 95%CI = [–0.15, 
–0.04]。在汉族被试中 , 项目类型的主效不显著 , 
F(1, 122) = 3.51, p > 0.05; 加工任务的主效应不显

著, F(3, 122) = 0.94, p > 0.05; 项目类型与加工任务

的交互作用显著, F(3, 122) = 2.98, p = 0.034, ηp
2 = 

0.07。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

条件下 , 两类项目的差异均不显著 , F 值均小于

0.60, ps > 0.05; 在姨母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 两

类项目的差异显著, F 姨母参照(1, 122) = 4.78, p = 0.031, 
95%CI = [–0.14, –0.01]; F 他人参照(1, 122) = 7.29, p = 
0.008, 95%CI = [–0.16, –0.03]。 

对四种加工任务的 Rp–与 Nrp 的回忆率做配对

样本 t 检验, 分析在不同的加工任务中两者的差异

是否显著。如果 Rp–类词对的回忆率显著低于 Nrp
类词对, 则表明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结果发

现, 摩梭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和姨母参照条

件下两者的差值都不显著(见表 1), t 自我参照(30) = 0.69, 
p > 0.05, t 母亲参照(35) = 1.00, p > 0.05, t 姨母参照(30) = 
0.35, p > 0.05, 在他人参照条件下两者的差值显著, 
t 他人参照(32) = –2.38, p = 0.024, d = 0.74, 95%CI = 
[–0.18, –0.01]。汉族被试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

件下两者的差值不显著, t 自我参照(30) = 0.73, p > 0.05, 
t 母亲参照(29) = 0.31, p > 0.05, 在姨母参照和他人参照

条件下两者的差值显著, t 姨母参照(33) = –2.21, p = 
0.034, d = 0.39, 95%CI = [–0.13, –0.01], t 他人参照(30) = 
–2.61, p = 0.014, d = 0.64, 95%CI = [–0.17, –0.02]。
这表明, 摩梭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照和姨母参

照条件下都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在他人参照

条件下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图 3); 汉族被试

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未出现提取诱发

遗忘效应, 而在姨母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

提取诱发遗忘效应(见图 4)。即, 仅有摩梭被试出现 

 
 

图 3  摩梭被试四种加工条件下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图 4  汉族被试四种加工条件下的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了姨母参照效应。 
3.4  排除输出干扰的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 摩梭被试在自我参照、母亲参

照、姨母参照条件下均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在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 汉族被试在自我参照、

母亲参照条件下均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在姨

母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已有研究显示, 
实验结果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并不一定是由

于在提取练习阶段对 Rp+项目的提取练习而对 Rp–
产生抑制导致的 , 也可能是由于输出干扰引起的

(Tulving & Arbuckle, 1963; Criss, Malmberg, & 
Shiffrin, 2011)。即做过提取练习的词对(Rp+)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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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阶段更容易被首先回忆出来, 从而干扰了与这些

词对属于同一类别但未做过提取练习的 Rp–的回忆

率, 使其低于基线水平。即, Rp–项目的回忆顺序晚

于 Rp+项目而对 Rp–项目的回忆产生了干扰。为了

排除这种可能性, 采用 Macrae 和 Roseveare (2002)
的检验方法, 在 Rp–的回忆率显著低于 Nrp 的条件

下, 分别计算每个被试的 Rp+和 Rp–项目在整个回

忆序列中的平均位置, 然后两者相减, 根据差值将

被试分为高、低两组, 检验这两组被试的 Rp–与 Nrp
的回忆率差值差异是否显著, 若不显著, 则二者回

忆顺序对提取诱发遗忘没有影响。摩梭被试在他人

参照条件及汉族被试在姨母参照、他人参照条件下

都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所以对这三组数据进

行检验。结果发现, F 摩梭–他人(1, 31) = 0.06, F 汉族–姨母(1, 
32) = 1.84, F 汉族–他人(1, 29) = 0.09, ps > 0.05, 差异均

不显著, 因此可以排除输出干扰的影响。 

4  讨论 
4.1  关于总回忆率和提取促进记忆 

在四种参照条件下的总回忆率无显著差异, 这

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Markus & Kitayama, 1991; 
杨红升, 朱滢, 2004; 周爱保 等, 2015)。但是, 将材

料分为 Rp+、Rp 和 Nrp 比较时, 摩梭人和汉族人的

自我参照条件相对于他人参照条件出现了记忆优

势。另外, 两个民族在四种参照条件下的提取促进

记忆差异显著, 也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在提取

练习阶段加强了线索和目标词的联结, 在回忆阶段

就容易首先回忆出来。 
4.2  关于姨母参照条件对提取诱发遗忘的影响 

汉族人和摩梭人在母亲参照条件下均未出现

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再次证明了朱滢和张力(2001)
的发现, 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包含有“母亲”。两个民

族在姨母参照条件下的回忆出现了差异：摩梭人未

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汉族人出现了提取诱发遗

忘效应。这表明, 对摩梭人而言, 在姨母参照加工

时自我同样发挥作用, 使得记忆材料得到了精细加

工, 在提取练习时未抑制 Rp–材料, 因而未出现提

取诱发遗忘效应。因此, 文化影响自我及其基本认

知过程, 摩梭人已经将姨母整合进自我之中, 成为

自我的一部分。然而, 在汉族人的自我中, 却不包

含姨母。所以如此, 与两个民族的文化和语言有密

切关系。 
4.2.1  文化对自我的影响 

自我以开放的形式与文化发生作用。自我在文

化中形成和塑造, 反过来又再现或再造文化(葛鲁

嘉, 周宁, 1996)。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价值观、

信念、交流方式 , 自我表征也存在着差异 (朱滢 , 
2007)。在西方文化中生活的人形成了独立型自我, 
在东方文化中生活的人形成了依赖型自我(Markus 
& Kitayama, 1991)。独立型自我保持自我的独立性

和分离性, 依赖型自我拥有更多的公共成分, 人们

注重与他人保持和谐关系, 与重要他人互有重合。

杨红升和朱滢(2004)的研究表明, 在中国人的自我

中包含有母亲, 在母亲参照条件下未出现提取诱发

遗忘效应。这一看法在汉族人和摩梭人中均得到了

验证。而在姨母参照条件下, 汉族人出现了提取诱

发遗忘效应, 摩梭人则未出现。 
汉族是典型的父系社会。汉文化一直主张“亲

疏有别”：血缘关系越近, 亲属的亲密程度越高, 在

亲属网络中距离越近。在汉族人的传统观念里, 亲

属被内、外二分。“内”是指宗亲, 包括父系同姓亲

属、父系未出嫁女性和父系男性的配偶; “外”是指

非宗亲, 即外亲, 包括母系亲属、妻系亲属、父系

女性(姑、姐妹、女儿)的子女, 如外祖父母、姨母、

外甥、外孙等(骆明弟, 2008)。《尔雅·义疏》：“言

外者所以别于父族也。”可见, “外”是为了区别内亲

和外亲而设立的。汉族人重内亲、轻外亲。古代汉

族人为了突出“宗亲”以示其“正”, 宗亲以“堂”称之, 
如“堂叔、堂侄、堂哥、堂妹”等。与“堂”相对, 表

示外亲的是词素是“表”, 表亲又分为舅表、姑表和

姨表。在表亲中, 舅表最亲, 舅舅虽然是外亲, 但

各个民族都有“尊舅”的传统。在汉语谚语中, 有“三

代不出舅家门”、“娘舅为大”的说法。因为舅舅的

家族为“我”的家族提供了母亲, 使“我”的家族得以

延续, 因此应当感恩。其次是姑表亲, 姑姑是出自

宗族的女性, 是父亲的姐妹, 姑表亲也具有父系血

缘。对汉族人而言, 姨表亲之间由于缺乏父系血缘

联系, 又不具有感恩的理由, 所以最为疏远。例如, 
在《红楼梦》第二十回中, 宝玉对黛玉说：“咱们是

姑舅姊妹, 宝姐姐是两姨姊妹, 论亲戚他比你疏。”
在汉语俗语中也有：“叔伯亲, 骨肉亲, 堂亲三代, 
世代同姓三分亲。姑舅亲, 辈辈亲, 姑表二代, 打

断骨头连着筋。姨娘亲, 当辈亲, 姨表一代, 死了

姨娘断了亲。”堂亲三代是指：亲堂兄弟姐妹(又称

叔伯兄弟姐妹, 同一祖父)、从堂兄弟姐妹(同一曾

祖父)、远堂兄弟姐妹(同一高祖父); 姑表二代是

指：姑舅表兄弟姐妹、姑舅表兄弟姐妹的子女; 姨

表一代是指：姨表兄弟姐妹。对汉族人而言,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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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才算是亲属。从叔伯亲到姨娘亲, 汉族人的

亲属范围迅速缩小, 可见汉族人对姨表亲的轻视。 
另外, 汉族在封建社会中也存在一夫一妻多妾

的婚姻制度, 嫁给同一男子的妇女有“妻、妾”之分。

妻又称“正室、结发、原配”, 妾又称“偏房、侧室”。

《说文解字》：“妾, 有罪女子。”“妾”的本义是女奴, 
也用来表示男子在妻子以外另娶的女子。在古代, 
父亲的正妻为“嫡母”, 父亲的妾被称为“庶母”。妻

所生的长子是嫡子, 其余的儿子为庶子, 妾所生的

儿子比妻的庶子地位更低(谢玉娥, 1999)。在古代, 
汉族人也称父之妾为“姨”或“姨娘”。如在《红楼梦》

中, 探春与贾环虽然是赵姨娘亲生, 却只能称为赵

姨娘为“姨娘”而不能称为“娘”。在近代, 称富人取

之妾为“姨太太”, 以别于作为正妻的“太太”。可见, 
在封建社会中, 汉族人存在着多个女性与子女共同

生活的家庭模式, 但妻妾有尊卑之别, 子女有嫡庶

之分。子女与生母及其他母亲的亲疏关系受生母的

地位影响 , 使得子女不可能得到所有母亲的宠爱 , 
母亲也不可能将其他女性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同

等对待。 
因此 , 无论是“内外”二分的亲属制度 , 还是

“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 都直接反映了汉族传统文

化中“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然而, 在摩梭文化中, 
女性却具有崇高的地位。母系血缘是维系摩梭人家

族的纽带, 由母系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单位称为

“家屋”。“家屋”被摩梭人视为独立而神圣的生命实

体, 其价值超乎任何一个个体。每一个“家屋”都有

自己的名字, 这也成为屋内人们的姓氏。“家屋”对

摩梭人而言不是一堆木头搭成的“物”, 而是凝结了

摩梭人祖先长久漂泊之后定居的夙愿。因为先祖的

游牧生活伴随着贫困、危险和匮乏, “家屋”则注重

稳定、团结、永恒和拒绝分离(许瑞娟, 2014)。因此, 
摩梭人尤其强调亲兄弟姐妹厮守终生 , 拒绝婚姻 , 
因为婚姻会导致“家屋”分裂。只有人在屋中, 屋在

心中, 才能够心连心, 屋永存。所以, 摩梭人视“家

屋”为感情的终极归宿。“家屋”的团结和谐是摩梭

人内心中最幸福的向往。摩梭人男不娶 , 女不嫁 , 
偶居的双方各居母家, 男子除了夜晚访宿女子家外, 
其余时间回到自己家中生产与生活, 兄弟姐妹关系

最为亲近。在摩梭母系家庭中, 女人的身份是母亲

或者姐妹, 而非妻子; 男人的身份是舅舅或者兄弟, 
而非父亲或者丈夫。摩梭人从小就与母亲、姨母、

舅舅生活在一起, 与母系亲属的亲密程度最高。对

生父或其他父系亲属, 虽然也具有共同血缘, 但是, 

除了少数感情深厚者外, 大多亲密度不高。汉族人

虽然小时候与兄弟姐妹一起生活, 长大以后却各自

组建了独立的家庭 , 兄弟姐妹的关系会随着距离

远、联系频率低而逐渐疏远。因此, 虽然姨母对汉

族人和摩梭人而言具有相同的客观血缘关系, 但是, 
他们与个体之间的亲密程度却受到联系频率影响, 
感情联系有着天壤云泥之别 , 最终导致摩梭人将

“姨母”纳入自我结构中, 而汉族人的姨母却不在自

我之内。 
4.2.2  语言对自我的影响 

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文化的载

体。语言理解是文化移植的过程。每一语言都有表

征亲属关系的亲属词, 它们既是人对亲属关系认知

的产物, 又影响人对亲属关系的认知。克劳德·列维

斯特劳斯(2006)认为, 亲属关系既具有生物学基础, 
也需要通过语言的反复使用来加以巩固。人类社会

有两大系列亲属现象：一是由不同称呼语词表达的

亲属关系语词系统, 二是由亲属的相互态度构成的

亲属关系态度系统。亲属之间的相互语词称呼, 构

成了实际亲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使用亲属

关系语词系统的个体或群体, 由于语词所表达和指

谓的特定关系, 在行为上受到了语词规定的约束。

使用这些语词就等于“做”这些语词所规定的关系

规则。亲属关系的传承需要亲属称呼系统的确认。

亲属称谓规定了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和态度规范, 也

包含着个人拥有的权利和责任。个体在使用亲属词

时, 同时也隐含着实行由亲属关系要求的不同态度, 
如尊敬或亲近、亲情或敌意等。因此, 对于同一亲

属, 讲不同语言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这些蕴含在

语词意义中的亲属之间不同态度的因素, 包含着比

语词称呼关系更重要的心理、情感和社会关系因素, 
在保障亲属关系维持和运作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这些看法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一致。恩格

斯(1972)指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

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 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

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 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

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 
研究表明 , 语言标记影响亲属词认知(汪新筱 

等, 2018; 肖二平, 张积家, 2012)。在语言中, 某些

基本的、经常出现的成分被认为是有标记的(理查

兹, 2000)。语言标记使得人们更容易选择某些认知

途径、认知过程和认知策略。不同民族的语言将亲

属词划分为不同的维度, 具有不同的标记。汉语用

“内、堂、外、表”来标记亲属词, 如称呼姐妹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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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为“外甥”或“外甥女”, 称呼女儿的孩子为“外孙”
或“外孙女”。这种亲属标记在记忆表征中更加凸显, 
个体在加工中会格外留意, 从而更容易将“内亲”或

“堂亲”看作是“自家人”, 将“外亲”或“表亲”当成“外

面人”。这种“内外”有别、“堂表”有别的分类一旦形

成, 就会使人们对这两类亲属采取不同的态度。姨

母在汉族亲属制中属于表亲。表, 外也。《说文解

字》：“表, 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 以毛为

表。” (许慎, 1963)。表亲在汉族人具有差序格局特

点的亲属关系网络中处于离自我中心较远的位置, 
因而汉族人与姨母的关系一般比较疏远。 

摩梭人十分重视母系血缘亲属的心理情感和

“家屋”本位的传统文化。摩梭亲属词以女性亲属词

为主, 父系亲属称谓和姻亲称谓少, 而且大多以母

系亲属称谓的叙述方式来表达(肖二平 等, 2010)。
摩梭亲属称谓也不区分直系和旁系, 姨表兄弟姐妹

与兄弟姐妹同称, 没有“堂、表”的概念。摩梭人将

生母和生母的姐妹都称为“阿咪”。“阿咪”文化让摩

梭孩子自幼共享所有母亲的爱, 也让摩梭儿童自幼

形成了博爱式的“多元思维”, 长大以后也少有独占

情人的欲望。肖二平等(2010)发现, “阿咪”被分在核

心家庭成员的长辈中。在摩梭人的观念里, 所有的

母系血缘亲属都是自家人, 很少刻意区分谁是自己

的亲生母亲 , 认为母亲及其姐妹都是自己的母亲 , 
亲生或非亲生的区分并不重要。过去, 很多摩梭孩

子直到成年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 有时非生

母比生母对自己还要好。只要来自同一个“家屋”, 
就是亲人 , 就是“同一根骨头”, 不分彼此。因此 , 
“阿咪”称谓不仅表达了个体对姨母的尊重, 也拉近

了个体与姨母之间的心理距离。母亲与姨母共享

“阿咪”称谓, 个体对她们也就产生了同样的态度。

周华山(2010)说：“ ‘阿咪’已经从生物学词汇提升为

一种整体文化的核心符号, 一种集体潜意识, 不单

代表着对妇女主体与地位的肯定, 更是一种以情感

和谐、家族团结、敬老爱幼为本的思想模式与价值

观。” “阿咪”的慈爱不仅弥漫在每一个摩梭家庭里, 
更是摩梭文化的主旋律。摩梭人在反复使用“阿咪”
来称呼母亲和姨母时, 与所称呼者的“母子”关系便

得到了确认和巩固, 同时也隐含着实行由“母亲”称

谓所包含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亲近态度, 使他们

在心理、情感上将母亲和姨母看得同等重要, 并且

使这种“母子”关系得到了较好的维持和运作。喊一

声“阿咪”, 称呼者与被称呼者的内心顿时会暖意丛

生, 情感会迅速地亲密起来。因此, “阿咪”称谓不仅

体现了摩梭社会讲究伦理秩序的社会风尚与优良

传统, 更体现了摩梭家屋的“一辈子关爱、不分彼

此”的情感理念。因此, 摩梭人视“姨母”如生母, “姨

母”和生母均被纳入自我中, 使得自我结构的边界

比汉族人更加模糊。近年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 很

多摩梭人从“家屋”中分离出来建立了独立的家庭。

但是, 千百年来的摩梭母系文化、“家屋”本位文化

仍然根植于年轻一代的摩梭人心中。 
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也存在着不一

致之处。Dai 等人(2014)发现, 相对于陌生女性, 摩

梭儿童识别生母和姨母的面孔诱发出更大的右侧

N170 成分, 但识别生母面孔比识别姨母面孔诱发

出更大的 N1 成分、左侧 N170 成分和 P300 成分。

这可能是因为被试的年龄较小(平均年龄 5.8 岁), 
对哺乳自己的生母的依恋程度更高所致。但是, 随

着个体在家屋中逐渐长大, 个体为传统摩梭文化所

濡化, 生母与姨母的界限就趋于消失了。另外, 由

于被试选择的限制 , 本研究的被试年龄差异较大 , 
有少量是成年人。年龄不同,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程

度也不同。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年龄和文化对自

我建构的交互作用。 
总之, 文化和语言均与自我休戚相关。独特的

母系文化和由此衍生的亲属称谓深深地影响着摩

梭人的心理和行为, 进而影响着摩梭人的自我的形

成和发展。 

5  结论 
(1)在汉文化和摩梭文化中 , 自我参照和母亲

参照都是引起提取诱发的关键因素。 
(2)在摩梭文化中 , 姨母参照是除自我参照和

母亲参照之外的影响提取诱发的又一关键因素, 姨

母作为重要他人被整合于摩梭人的自我结构中。 
(3)语 言 和 文 化 均 是 自 我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重 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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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on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under the 
self-referential condition: Evidence from the Han and the Mosuo 

WANG Bin; FU Ya; ZHANG Jiji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Cultural, and Psychology;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individuals may forget related 

information during the retrieval process whenever they try to remember something.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elf-reference” is one of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RIF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 indicating that RIF is 
only eliminated when the recalled materials are related to self-concept (known as the “self-referential effect”). In 
the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RIF was observ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elf-reference and maternal reference. 
The Mosuo people are raised in a matrilineal society, in which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ir mothers and aunts to 
the same extent. Such people consider their aunts and natural mothers as equally important. Conversely, the Han 
is a patriarchal society that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the orientation of the Mosuo’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and language of the Mosuo and Han on their self-cognition and processing, 
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ir aunts on their self-conception. 

Tested participants included 131 Mosuo and 126 Han from Yunnan’s Ninglang District. The experiment 
had a 2 (Nationality: the Mosuo, the Han) × 4 (Conditions: Self-reference, Mother-reference, Aunt-reference, 
Other-reference) × 3 (Retrieval Factor: Rp+, Rp−, or Nrp items) design. Nationality and condition were 
manipulated as between-subject factors, and the retrieval factor was manipulated as a within-subject factor. The 
study had four phases. (1) Study phase: Participants were shown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monitor, with a series 
of 32 category exemplars in random order.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memorize the exemplars while associating 
them with the paired category. (2) Retrieval-practice phase: Here, participants were sequentially presented with 
word-pair forms of eight cues that could probe their memory. Each cue comprised a category name and a first 
initial character of an exemplar.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call the target exemplar in the written form in 
response to each cue. (3) Distractor phase: Participants were requested to perform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within three minutes. (4) Final test phas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produce a written recall of as many 
exemplars as possible in response to each presented category nam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in the Mosuo culture context, RIF was not observed under self-referential, 
mother-referential, and aunt-referential encoding, and was found only for other-referential encoding, and (2) for 
Han participants, RIF was observed in the aunt-referential and the other-referential encoding, but not in the 
self-referential and mother-referential encoding.  

The present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first, in the Han and Mosuo cultures, self-reference and maternal 
reference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cause RIF. Second, in the Mosuo culture, aunt-reference is another key factor 
that influences RIF aside from self-reference and maternal reference. Aunts who are integrated in the 
self-concept of the Mosuo people are also important to such individuals. Finally, (3)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crucial factors of self-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mother-referential processing; aunt-referential 

processing; cross-cultur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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